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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至12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学习讨论会。在此次会上作辅导报告的有王新奎、周其仁、田国强、王战、周振华、张军等学者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在会上做了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任务与上海的定位》的辅导报告。
12月12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田国强，他表示，上海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前列，其关键和重点是要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政府执行力和社会自治理方面形成一些基本成型的、可以复制的经验与模式，形成具有区域或全局意义的改革成果和改革效应。
澎湃新闻：在这次讨论会上你主要谈了什么问题？
田国强：我主要谈了三方面问题，一是谈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也就是谈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二是谈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三是谈上海的定位或应对。
澎湃新闻：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田国强：之所以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实中诸多表象问题都与这个矛盾息息相关。
为此，需要弄清楚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是什么原导致了过去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而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现十九大提出的愿景目标？
澎湃新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过去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而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呢？
田国强：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政府过度有为的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的治理模式。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及和谐社会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政府不仅在资源配置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仍然居主导地位，大量越位和错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而在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大量缺位，在许多方面导致了人为和自身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失灵及众多社会治理问题。
澎湃新闻：过去的这种发展方式会带来哪些问题？
田国强：传统、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政府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经济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现是低质量发展，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导致近些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第二，社会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现是民生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失衡失序；第三，政府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为过位缺位现象突出。
澎湃新闻：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呢？
田国强：其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消除制度性障碍的改革。平衡充分的良性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手段，而良性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理念，这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是十九大提出的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可以此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形成有效的社会规范和治理及良好社会秩序。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都有哪些？
田国强：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提升国家强制力和政府执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面向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要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现代经济体系，推进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政府要有执行力，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有限政府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澎湃新闻：“有能、有为、有效、有爱”具体指什么？
田国强：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澎湃新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上海的位置应该是什么？
田国强：上海应该在全面深化改革及其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率先取得制度创新上的突破，其关键和重点是要形成一些基本成型的、可以复制的经验与模式，形成具有区域或全局意义的改革成果和改革效应。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你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田国强：第一，上海应该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让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活起来和发展起来；第二，上海应该在加强社会自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第三，上海应该在提升政府执行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澎湃新闻：第一点可以详细讲讲吗？上海为什么需要提升经济包容性？
田国强：提升经济包容性是上海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需要。上海早已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型。创新主要靠谁，靠民营企业，靠企业家精神。
中国新四大发明中，除了高铁之外，支付宝(微博)、共享单车和网购都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果。与浙江、广东等相比，上海企业家群体的整体显示度、行业号召力、国内影响力都已不可比。为什么会这样？这恐怕与上海民企弱的整体格局有关。从民营经济税收贡献率来看，全国平均是超过50%，江苏、浙江是60%左右，而上海只有30%多。
要让市场有效，政府的定位至关重要，要逐步有序地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对单位面积而言比江浙要强，很容易形成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如果能转变观念，则服务会更强，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反之，则很容易管死，遏制创新。
我的看法是，应该向中央建议，由上海牵头，建立长三角统一大市场，促进资本相对自由流动和区内民企全国总部的落户上海。上海商务成本高，创业型企业很难生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上海教育医疗文化等综合配套好，国际影响大，江浙有些成长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想把总部搬到上海，但由于行政区域的限制，当地干预不放。同时，上海也要在综合税负、人才公寓等方面想方设法降低企业负担也很重要。
同时，上海应利用要素市场齐全的优势在推动国有企业走公众公司道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做出更大胆的尝试，继续引领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潮流。
澎湃新闻：在城市治理方面你对上海的建议是？
田国强：在城市治理这方面，上海要朝着法治化、智能化、精细化的路子上走。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顽疾，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城市社会治理水平，善于用更精细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来破解街道、社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上海已经率先做出了许多实践探索，对于其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建议与自贸区一样，也向全市和全国辐射推广。

